
 

 1 

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 

创新机会识别的中介作用和积极情绪的调节作用 

于东平 王敬菲 陶文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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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财经大学 国际工商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1) 

【摘 要】：依据创造力理论和资源优势理论，尝试性构建考虑创新机会识别中介作用、积极情绪调节作用的管

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关系模型，并基于 187 份有效问卷，对提出的假设关系进行实证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就总

体样本而言，管理者创造力对组织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创新机会识别在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的关系中起部分中

介作用；积极情绪正向调节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就分组样本而言，在国有企业中，创新机会识别在管

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的关系中并未发挥中介作用，但积极情绪在二者关系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在私营企业

中，创新机会识别在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的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但积极情绪在二者关系中并未发挥调节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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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考虑到创造力对组织创新能力培育及竞争优势提升的重要性，一直以来，关于创造力的研究备受学术界关注。如刘新梅等[1]

基于传统动态能力理论，探讨了控制机制、组织双元对组织创造力的重要作用和发展路径；王永跃和叶佳佳[2]从社会认知理论视

角，探讨了伦理型领导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然而，一方面，已有研究更侧重于对创造力前因变量的探讨[1,2],即使存在研究

创造力结果变量的文献
[3]
,也是更为关注理论层面的思辨过程，缺乏对变量间具体作用机理的规范性验证过程，从而一定程度上

削弱了创造力相关研究命题的理论价值，也无法为企业实践活动的有效开展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已有研究更为关注组织整

体层面以及组织中普通员工层面的创造力研究命题(孙永磊等，2016),而对组织中管理者层面的创造力研究命题关注度不足。基

于以上原因，本文拟从管理者创造力这一前因变量出发，探讨其与组织绩效间的具体作用机理。 

作为创新活动的起点，创新机会识别对组织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甚至有学者认为，创新活动中必须优先解决创新

机会识别问题[4]。研究表明，创新机会识别能力不足是导致诸多创新创业企业存活率低的重要原因[5]。为深入挖掘创新机会识别

与组织绩效间的内在关系，学者们基于不同研究视角，对其进行了积极探讨。如吴航[6]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实证检验了机会识别

能力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于晓宇等
[7]
基于情境与组织双元理论，提出并验证了探索式机会识别对公司新产品开发绩效的

正向影响作用。然而，已有研究更侧重于两者关系的直接探讨[8],即使存在对上述关系的延展性研究，也更侧重于探讨两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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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中介机制[6]及调节机制[9],对两者关系前因影响机制的探讨则较为缺乏。本文探索性地从组织重要创新个体的具体特征着手，

引入管理者创造力这一变量，对创新机会识别与组织绩效的关系进行前因式扩展研究。 

在管理者创造力具体表现过程中，情绪起关键作用。所谓情绪，是指个体受客观事物影响产生的各种思想、行为及心理反应

等适应性变化，具体可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10]。考虑到积极情绪在创新行为中的重要性，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探讨。如顾远

东等(2014)基于组织支持感理论，探讨了积极情绪对组织情境与研发人员创新思想及行为关系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积极情绪

在组织情境与研发人员创新思想及行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李悦和王重鸣[11]应用实证研究法，验证了积极情绪在程序公正

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然而，已有研究更为关注积极情绪对创新行为的中介机制[11],忽略了其可能存在的其它作用

方式[10]。考虑到积极情绪在多维情境转换中的灵活性以及在复杂信息加工中的优越性，本文尝试性探讨其对管理者创造力与组

织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基于此，本文依据创造力理论和资源优势理论，尝试性构建考虑创新机会识别中介作用、积极情绪调节作用的管理者创造力

与组织绩效关系模型，并通过规范性实证研究法，从总体样本和分组样本双重视角对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以期初步揭示管理者

创造力与组织绩效关系间的深层作用机制，并为不同企业性质管理者的创业创新教育提供理论依据。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 

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组织必须具备生产或提供异质性商品或服务的创新能力[1],而这取决于组织中不同层次管理者的创

造力。所谓管理者创造力，是指管理者产生新颖且实用想法的能力
[12]
。关于管理者创造力对组织绩效的作用机制，可从创造力理

论和资源优势理论中有所洞察。 

依据创造力理论可知，拥有较高创造力水平的组织管理者，能够根据外界环境变化，快速识别出顾客的显性和隐性需求，并

善于通过整合已有知识和资源，及时提出新颖有用的想法或具体的创造性解决方案[13]。而组织绩效提升则依赖于这些创新性想

法或方案的成功实施。 

资源优势理论认为，模仿和替代已有产品，只能获得基础性收益，惟有创新性产品才能使企业获得持久性竞争优势，进而提

升企业绩效[14]。作为组织中智慧的集大成者，管理者应该具备区别于普通员工的更高层次创造力。作为重要且无形的人力资源，

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创新产出间具有强正相关关系
[15]

。 

综上可知，创造力理论和资源优势理论均肯定了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间的正向关系(刘超等，2017)。因此，本文提出如

下假设： 

H1:管理者创造力对组织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即管理者创造力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组织绩效提升。 

1.2 创新机会识别的中介作用 

创新机会识别是指创新个体通过信息搜索，对有利于创新的具体机会作出评价与决策的过程[16]。创新机会识别是企业成长

的关键，也是组织绩效的重要来源。如果说创新是人类文明和技术进步的引擎，那么创造力则是创新得以实现的关键基础。对企

业高层管理者而言，创造力水平反映了其构建事物间新联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会辅助其识别出潜在创新机会，进而对组织绩效

产生影响。因此，创新机会识别可能在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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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学者认为，创新机会识别受创造力影响[17]。由于创造力是认知过程的一种信息处理能力，因此其不仅可大大增加机会识

别的可能性，而且可有效提高所识别机会的可行性和盈利性[18]。结合机会创造观可知，管理者凭借自身对组织外部环境的准确感

知，通过各种手段和社交技能主观创造出机会
[19]
。也就是说，富有创造力的管理者更易发现事物间的内在联系，并通过重新塑造

或积极改变现有资源，创造出更好或更多创新机会[20]。创新机会识别甚至被看作是管理者的一个创造性产品，即管理者创造力是

其创新机会识别的强有力前因变量。具体而言，企业高层管理者具有较高水平的创造力，可辅助其快速识别并从战略层次迅速回

应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创新机遇；企业中层管理者具有较高水平的创造力，可帮助其快速识别出组织战略调整带来的策略性或

战术性机会；企业基层管理者具有较高水平的创造力，可指导员工以更富创造性的方式或方法完成绩效目标。在实证研究方面，

Ardichvili 等[17]将创造力视为一种独特的个人特征，实证验证了创造力对创业警觉性与创业机会识别关系的中介作用，即创造

力能够通过增强创新创业者的创业警觉性，促进创业机会识别；Heinonen 等[21]研究发现，个体创造力可优化创新性机会搜索策

略，从而识别出可行的创新机会。 

创新机会识别可能对组织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交易成本理论认为，较低的成本交易机制能够实现价值创造[22],进而提升组织

绩效。创新机会识别能够使富有创造力的管理者从组织外部环境中发现大量异质性资源并及时筛选出冗余信息，从而减少创新

活动的内在不确定性和外在风险性，进而通过低成本交易机制更有效地实现价值创造。创新机会中蕴含的创新性将有助于提升

组织价值创造潜力
[18]

。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创造全新产品以及探索全新技术已成为企业获取成功的关键因素
[7]
。依据机会

发现观[23],管理者通过多源信息收集，可以从外界市场中发现创新机会。因此，识别出具有创新性的机会对组织绩效提升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综上可知，创造力水平越高的管理者，越能快速识别出各种创新性机会，从而最终形成更高的组织绩效表现。因此，本文提

出如下假设： 

H2:创新机会识别在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的关系间发挥中介作用。 

1.3 积极情绪的调节作用 

随着创业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创业认知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认同[17]。作为创业者的一种重要认知和心理特征，积极情绪引起了

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关注。积极情绪是指个体为满足自身需要产生的一种愉悦情绪，包括快乐、自豪和感激等[24]。结合信息

感受理论(Feeling-as-Information Theory)和积极情绪拓展—构建理论(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

可作出如下推断：积极情绪能够通过拓展个体认知和动机，提高人的积极性和活动能力，使创新行为得以改进。 

依据信息感受理论可知，当管理者面临创造性任务时，积极情绪能够增强其认知灵活性，激发管理者发现事物之间更多相似

性或差异性，并对不同讯息进行联系、整合[25],从而促进创新性问题的解决，给组织带来持续性竞争资源，最终提升组织绩效。

同时，积极情绪拓展—构建理论认为，积极情绪具有拓展(积极情绪能拓展个体基本认知和思维行动范畴，促使个体突破既定限

制，产生更多有价值的想法)和构建(积极情绪能够促使个体构建持久的身体、认知、社会等资源，为个体成长提供持续性资源)

两大功能[26]。受积极情绪影响的管理者能够更加有效地将创新认知转化为高质量绩效表现。一方面，受积极情绪影响，管理者在

面临决策时，能够快速整合资源，迅速作出更为周密有效的抉择，同时也更容易创造出新产品和新事物，提升组织整体绩效表

现；另一方面，受积极情绪感染的管理者也更易产生一些创造性想法并将其付诸实践，从而带来组织绩效提升。因此，管理者表

现出的积极情绪状况会影响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关系的显著性水平。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积极情绪正向调节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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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文构建如图 1所示的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的关系模型。 

 

图 1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关系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测量 

为保证所设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文相关变量测量均选取国内外较为成熟的量表。先将其中的问题项翻译为中文，再将

设计的相关中文测量问卷翻译成英文，反复分析对照，并对不合理题项加以多次改进。除控制变量外，其余变量题项均采用李克

特 7级量表进行测量，即 1～7表示从“完全不同意(满意)”到“完全同意(满意)”。 

具体而言，管理者创造力(用 Cre 表示)量表主要参考 Ardichvili 等[17]的测量方式，用“我常会用新的方法实现目标”等 7

个题项进行测量；组织绩效(用Perf表示)量表主要参考刘超等(2013)的测量方式，用“对公司近三年来销售增长率的满意程度”

等 4个题项测量被试者对组织绩效的主观认知；创新机会识别(用 Idt 表示)量表主要借鉴 Ozgen[27]的测量方式，用“我总能发现

工作、生活中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等 4 个题项进行测量；积极情绪(用 Emo 表示)量表主要参考 Ardichvili 等[17]的测量方式，

用“我对事情总是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等 4个题项进行测量。具体如表 1所示。 

同时，鉴于性别、年龄、公司职务、公司性质、公司规模等变量对组织绩效的潜在影响，本文参考于东平等
[28]
的编码方式，

将性别(记为 Gender,0=女性，1=男性)、年龄(记为 Age,1=30 岁及以下、2=31～39 岁、3=40 岁及以上)、公司职务(记为 Function,1=

基层管理，2=中层管理，3=高层管理)、公司性质(记为 Nature,1=国有企业、2=私营企业)、公司规模(记为Size,1=小型、2=中

型、3=大型)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表 1变量测量题项 

变量 编号 测量题项 

管理者创造力 Cre1 我常会用新的方法实现目标 

 Cre2 我常会想出新的想法改进业绩 

 Cre3 我常能找到新技术、新程序、新技巧或新产品的信息 

 Cre4 我常会采用新方法去提升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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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5 我常会有新的突破性想法 

 Cre6 我会将新的想法传递给他人 

 Cre7 我经常会为某个问题提供创造性的解决方法 

组织绩效 Perf1 对公司近三年来销售增长率的满意程度 

 Perf2 对公司近三年来市场占有率的满意程度 

 Perf3 对公司近三年来利润增长率的满意程度 

 Perf4 对公司近三年来投资回报率的满意程度 

创新机会识别 Idt1 我总能发现工作、生活中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 

 Idt2 即使对某个行业没有经验，我也能发现其中的创业机会 

 Idt3 在日常工作中，我总能识别出身边存在的创业机会 

 Idt4 为识别好的创业机会，我常会对某个行业或市场进行深入调研 

积极情绪 Emo1 我对事情总是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 

 Emo2 在遇到困难时，我勇于接受 

 Emo3 遇到挫折时，我勇于挑战自我 

 Emo4 我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期待 

 

2.2 数据调研 

考虑到管理者创造力、创新机会识别和积极情绪等变量难以用财务报表数据度量，加之问卷调查法在相关检验方面具有较

高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因此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 

具体而言，首先，通过云南省工商局、云南统计年鉴和企业黄页等途径，制作云南省企业花名册；其次，进行前期的小样本

问卷预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对调查问卷不合理之处进行修正；最后，进入问卷正式测试阶段。采用滚动发放法，向云南省具

有代表性企业管理者发放问卷 300 份，最终累计回收问卷 201份，问卷回收率为 67.0%。问卷回收率低主要是因为问卷收集过程

中部分企业管理人员配合度不够高。当然，这也是我国管理类科研人员进行问卷调查时存在的常见现象[29]。去除内容填写不完整

的问卷 14份，共收回有效问卷 187份，有效率为 62.3%,高于香港学者行为研究 6.8%～11%的问卷回收率以及西方学者实证研究

10%～33%的样本回收率[30],表明本文问卷回收率在可接受范围内。 

表 2 给出了本次样本的统计性特征。其中，被试者中女性、男性占比分别为 52.9%、47.1%;被试者年龄主要集中在 31～39

岁，占比为 51.3%;42.8%的被试者来自国有企业，57.2%的被试者来自私营企业。 

表 2样本统计特征 

项目 类型 频数 频率(%) 项目 类型 频数 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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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女性 99 52.9 Function 基层管理 69 36.9 

 男性 88 47.1  中层管理 69 36.9 

Age 30 岁及以下 55 29.4  高层管理 49 26.2 

 31～39岁 96 51.3 Size 小型 42 22.5 

 40 岁及以上 36 19.3  中型 60 32.0 

Nature 国有企业 80 42.8  大型 85 45.5 

 私营企业 107 57.2     

 

2.3 信效度检验 

采用 Cronbach'sα系数对量表信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管理者创造力、组织绩效、创新机会识别、积极情绪的 Cronbach'sα

系数分别为 0.921、0.933、0.852、0.910,各维度因子测量均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说明调查问卷具有良好的质量和可信度。 

采用 KMO 检验分析法和 Bartlett 球体近似卡方检验法对样本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管理者创造力、组织绩效、

创新机会识别、积极情绪的 KMO值分别为 0.921、0.790、0.780、0.836,表明样本数据适合作因子分析；Bartlett 球体检验近似

卡方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均为 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 0.001,表明各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内部相关性。 

采用标准化因子载荷、平均方差萃取值(AVE)及组合信度(CR)对样本进行收敛效度检验。结果显示，所有题项因子载荷系数

均大于 0.7,管理者创造力、组织绩效、创新机会识别、积极情绪的 AVE 值分别为 0.633、0.781、0.592、0.719,CR值分别为 0.923、

0.934、0.853、0.911,均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 

为检验管理者创造力、组织绩效、创新机会识别和积极情绪 4个变量间的区分效度，本文采用 SPSSAU 分析功能对变量进行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管理者创造力、组织绩效、创新机会识别、积极情绪的 AVE 平方根值分别为 0.796、0.884、0.770、

0.848,均大于表 3中因子间相关系数的最大值 0.751。根据 Wetzels 等[31]的区分效度判定准则可知，本文 4个变量间具有良好的

区分效度。 

表 3给出了各变量之间的 Pearon相关系数矩阵。结果显示，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初步验证了

H1;管理者创造力与创新机会识别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创新机会识别与组织绩效之间表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初步验证了

H2;管理者创造力和积极情绪的交互项与组织绩效之间并未表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H3未得到初步验证。 

表 3变量间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Gender Age Function Nature Size Cre Idt Emo Cre*Emo Perf 

Gender 1.000          

Age 0.000 1.000         

Function 0.080 -0.49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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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0.104 0.070 -0.199** 1.000       

Size -0.002 0.148** -0.285*** 0.336*** 1.000      

Cre -0.216** 0.104 -0.209** 0.154** -0.019 1.000     

Idt -0.158** 0.020 -0.179** 0.048 0.011 0.627*** 1.000    

Emo -0.224** 0.122* -0.203** 0.039 -0.004 0.678*** 0.751*** 1.000   

Cre*Emo 0.156** 0.028 0.027 0.048 -0.062 -0.152** -0.308*** -0.313*** 1.000  

Perf -0.062 0.068 0.049 0.094 -0.071 0.325*** 0.301*** 0.267*** 0.054 1.000 

 

注：*p<0.1,**p<0.05,***p<0.001;下同 

3 结果分析 

3.1 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关系验证：总体样本 

为验证 H1、H2、H3,本研究采用 Enter方法进行分层回归，对提出的假设逐一进行验证。具体回归模型见表 4。 

首先，以性别、年龄、职位、企业性质、企业规模等控制变量为自变量，以组织绩效为因变量，构建模型 1;然后，在模型1

基础上，加入管理者创造力，构建模型 2。结果显示，在控制性别、年龄、职位、企业性质、企业规模等变量后，管理者创造力

与组织绩效表现出显著正向关系(p<0.001)。因此，H1得到验证。 

为验证 H2,以管理者创造力为自变量，以创新机会识别为因变量，构建模型 3。结果显示，在控制性别、年龄、职位、企业

性质、企业规模等变量后，管理者创造力与创新机会识别的正向关系显著(p<0.001)。同时，以管理者创造力和创新机会识别为

自变量，以组织绩效为因变量，构建模型4。结果显示，在控制性别、年龄、职位、企业性质、企业规模等变量后，管理者创造

力、创新机会识别与组织绩效的正向关系显著(p<0.001)。依据中介效应判定准则可知，创新机会识别在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

效的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从而验证了 H2。 

表 4管理者创造力、创新机会识别与组织绩效关系回归结果 

控制变量 

因变量 

模型 1Perf 模型 2Perf 模型 3Idt 模型 4Perf 模型 5Perf 

Gender -0.102 -0.029 -0.009 -0.027 -0.040 

Age 0.136 0.130 -0.094 0.148* 0.124 

Function 0.063 0.123 -0.105 0.144 0.122 

Nature 0.149* 0.087 -0.073 0.101 0.078 

Size -0.046 0.001 0.040 -0.007 0.012 



 

 8 

自变量      

Cre  0.333*** 0.626*** 0.211** 0.348*** 

Idt    0.195**  

Emo*Cre     0.147* 

R2 0.059 0.157 0.407 0.179 0.166 

调整后 R2 0.027 0.123 0.383 0.141 0.128 

F 值 1.833* 4.624*** 17.043*** 4.728*** 4.311*** 

 

为验证 H3,在模型 2基础上，加入管理者创造力与积极情绪的交互项为自变量，构建模型 5。结果显示，在控制性别、年龄、

职位、企业性质、企业规模等变量后，管理者创造力自然项对组织绩效具有正向影响(p<0.001)。加入交互项后，不仅模型依然

显著，而且上述变量系数也显著(p<0.1)。这表明积极情绪与管理者创造力的交互项对组织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因此，H3 得到验

证，即积极情绪正向调节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间的关系。 

3.2 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关系验证：分组样本 

为深入挖掘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内在关系，本文按照企业性质对样本进行分组，以考察不同企业性质下管理者

创造力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差异性，结果见表5。 

在国有企业样本中，由模型 6、7可知，在控制性别、年龄、职位、企业规模等变量后，管理者创造力对组织绩效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p<0.001),H1得到验证；由模型 7、8、9可知，创新机会识别在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的关系中并未发挥显著中介作

用，H2未得到验证；比较模型 7 与模型 10 的回归系数显著性可知，在控制性别、年龄、职位、企业规模等变量后，积极情绪显

著正向调节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间的关系，H3得到验证。 

表 5管理者创造力、创新机会识别与组织绩效关系检验结果(按企业性质分组) 

控制变量 

国有企业组 私营企业组 

模型

6Perf 

模型

7Perf 

模型

8Idt 

模型

9Perf 

模型

10Perf 

模型

11Perf 

模型

12Perf 

模型

13Idt 

模型

14Perf 

模型

15Perf 

Gender 0.090 0.151 0.072 0.144 0.116 -0.237** -0.183* -0.081 -0.164 -0.183* 

Age 0.082 0.110 -0.191** 0.127 0.097 0.113 0.081 0.011 0.079 0.080 

Function -0.075 0.001 -0.221
**
 0.021 -0.003 0.126 0.182

*
 0.043 0.172 0.182

*
 

Size -0.006 0.000 -0.016 0.001 -0.012 -0.023 0.004 0.051 -0.008 0.007 

自变量           

Cre  0.367*** 0.509*** 0.321** 0.350***  0.296** 0.720*** 0.130 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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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t    0.091     0.230**  

Emo*Cre     0.170*     0.009 

R2 0.022 0.146 0.348 0.152 0.174 0.203 0.281 0.537 0.306 0.281 

调整后 R2 -0.026 0.095 0.309 0.092 0.115 0.145 0.218 0.496 0.233 0.206 

F 值 0.458 2.852** 8.905*** 2.526** 2.969** 3.513** 4.430*** 13.148*** 4.210*** 3.743** 

 

针对国有企业样本中创新机会识别在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的关系中并未发挥中介作用这一实证结果，可能的解释是：

首先，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制度优势导致国有企业管理者存在创新惰性。国有企业特殊的企业性质决定了其发展壮大往往更为依

靠国家持续的资金投入和长期的行政保护
[32]

,尽管强有力的制度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有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但同时也限制

了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创新意识和机会识别能力[33]。其次，国有企业内浓厚的政治氛围，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管理者的创新机会识别

能力。尽管管理者创造力对组织绩效和创新机会识别具有理论上的促进作用，但鉴于特有的政治背景和文化环境，国有企业管理

者的创新性表现往往被视为企业的一种威胁(林昭文、张同建等，2014),其创新意愿极易被领导以各种理由、途径打压，从而难

以发挥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对企业绩效的增值作用也不显著。最后，国有企业均等化的薪酬体系，一定程度上导致管理者缺乏创

新机会识别的激励机制。均等化的薪酬分配方法无法实现与选任岗位相匹配、与工作业绩相挂钩[34],因此导致国有企业管理者即

使具备较强的创新机会识别能力，也会因为这种分配制度备受打击，最终可能导致其创新机会识别能力无法在管理者创造力与

组织绩效的关系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 

在私营企业样本中，由模型 11、12 可知，在控制性别、年龄、职位、企业规模等变量后，管理者创造力对组织绩效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p<0.001),H1得到验证；结合模型 12、13、14 可知，创新机会识别在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的关系中发挥完全中

介作用，H2得到验证；由模型 12、15 可知，在控制性别、年龄、职位、企业规模等变量后，积极情绪在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

效的关系中并未发挥显著调节作用，H3未得到验证。针对这一实证结果，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私营企业较大的工作压力使管

理者难以表现出积极情绪。与国有企业相比，私营企业面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追求效益最大化，私营企业不得不任用能

力突出、业绩卓越的管理者
[35]
。然而，由于私营企业缺乏得天独厚的资源及各类政策优势

[32]
,因此，管理者肩负重任，也就难以

获得积极情绪表现，这一定程度上也会抑制其创新能力发挥。另一方面，私营企业的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管理者的工作积

极性。由于私营企业在资源分配、收入稳定、社会支持、职称评定等方面不具备优势[36],即使是企业管理者，也往往因其较大的

风险性，导致积极情绪普遍不高。 

4 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本文依据创造力理论和资源优势理论，从创新机会识别和积极情绪双重视角入手，对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的关系进行

深入探讨，并基于 187份有效样本数据，对提出的假设进行总体和分组验证，得出如下结论：①无论是在总体样本还是分组样本

中，管理者创造力均对组织绩效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这充分肯定了管理者创造力对组织发展的重要性；②在总体样本和私营企

业样本中，创新机会识别在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的关系中发挥显著(部分或完全)中介作用，但在国有企业样本中并未发现

显著中介作用；③在总体样本和国有企业样本中，积极情绪在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的关系中发挥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在私

营企业中并未发现显著调节作用。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作出如下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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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关系的研究中，虽然鲜有文献将管理者创造力作为前因变量，研究其与组织绩效间的具体

关系，但现有个体创造力、组织创造力等领域的相关研究结果从侧面证实了创造力对组织绩效的正向影响[37]。与以往研究不同的

是，本文以云南这一欠发达区域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对象更为具体，结论更具针对性。 

其次，关于创新机会识别在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关系中的作用机制，总体样本和私企样本均证实了创新机会识别在管

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关系中具有显著中介传导作用，即管理者创造力可通过创新机会识别间接影响组织绩效。已有文献更为

关注创造力与创新机会识别之间的关系[23],忽略了创新机会识别在创造力与组织绩效的关系中可能的其它作用机制。本文研究结

论则为打开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关系的“黑箱”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最后，关于积极情绪在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关系中的作用机制，总体样本和国企样本均证实了积极情绪在管理者创造

力与组织绩效关系中的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这与 Isen[25]的研究结果有相似之处，即均突出了积极情绪对创造力作用机制的重要

性。但不同的是，本研究侧重探讨并验证了积极情绪对创造力与组织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而非中介作用。这无疑拓宽了相关领

域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 

4.2 实践启示 

本文尝试性引入创新机会识别和积极情绪双变量，对两者在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调节作用进行实

证检验，最终获得了具有探讨性的研究结论。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组织绩效前因变量研究领域，拓展了企业创新理论，而

且对创业创新教育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首先，健全管理者创造力培养提升机制。从总体样本和分组样本的实证结果可知，管理者创造力是影响组织绩效的重要前因

变量。为此，一方面，组织应熟练应用各种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和实践，从人员甄选、能力开发、绩效考核、薪酬制定等多方视角，

努力选拔和培养具有较高创造力水平的管理者；另一方面，管理者也应合理运用管理学相关理论，找准自身定位，善于分权管

理，将更多时间分配到概念技能提升上。 

其次，完善管理者创造力承接转化机制。从总体样本和私营企业样本的实证结果可知，创新机会识别在管理者创造力与组织

绩效的关系中发挥显著(部分或完全)中介作用。因此，组织应完善管理者创造力转化承接机制，以充分发挥创新机会识别能力的

中介作用。具体而言，组织，尤其是私营企业应努力为管理者营造较为宽松的创新情境，鼓励管理者利用自身创造力进行创新机

会识别或创造，从而最终促进组织绩效提升。这一点对于国有企业也十分重要。 

最后，建立管理者创造力发挥的情绪渲染机制。从总体样本和国有企业样本的实证结果可知，积极情绪在管理者创造力与组

织绩效的关系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这充分肯定了管理者乐观、积极的情绪表现对其创造力作用发挥具有重要情境渲染作用。

因而管理者应提高对自身情绪的认知，加强情绪管理，培养积极情绪感知。尤其是私营企业管理者，更应该认清企业所处格局，

设计出适合企业发展的战略计划，并通过积极的情绪表现，为企业在复杂的外界政策环境中拨开迷雾提供助力。 

4.3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方面，为避免不同区域比较研究的复杂性以及降低样本收集难度，本研究最终选择在云南地区收

集 187 份有效样本和相关数据资料作为实证依据，因此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有待进一步探讨。另一方面，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

方式，仅收集了静态截面样本数据，未针对企业发展过程进行动态追踪。后续研究可基于扎根理论，对典型企业资料进行纵向追

踪，以深入探讨管理者创造力对组织绩效的动态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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